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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变轨迹＊

陈　悦，汪青梅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近现代时期，传统的政教体系被撕裂。庙学制瓦解、帝制终结、儒学权威不再，祭孔的政治、思想、制

度基础都轰然崩塌。但祭孔这项中国祭祀传统中意指最丰富的文化遗产，依然继续漂移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一

方面被继续推向权力的神坛，另一方面，又向民间社会延伸。祭孔因其作为象征仪式易于搬演的灵活性使其具有

被独立抽取呈现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可能性。如何在从庙堂走向民间、从政治走向文化的方向上探寻祭

孔在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以及承续的新生长点，是历史留给当下的未完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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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在其身后逐渐被抽象为具有强大辐射力
的文化符号，并由此衍生出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具特
色的政教文化体系，这个由空间性的孔庙、体制化
的庙学制、仪式性的祭孔典礼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
统，为帝制时期的历代主政者所倚重。２０世纪以
降，随着帝制从衰微走向终结，孔庙及庙学制皆渐
失依凭由盛而衰，祭孔典礼则在历史舞台上沉浮不
断。先是民国政府将其继续推向权力的神坛使之

沦为现代政治舞台的闹剧，同时它又在精英知识分
子的启蒙视域中被贬抑为民族痼疾，而后作为封建
迷信与帝制的象征被碾入历史尘埃。２１世纪，在文
化复兴的大潮中，祭孔俨然以“东方文化盛典”的面
相再度浮出历史地表。祭孔经历的这番戏剧性的
百年衍变颇值得关注，尤其有必要追问自庙学制瓦
解、政体变革的近现代时期，祭孔如何在困境中发
展衍化，作为影响力巨大的政治文化表征频频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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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舞台。目前对近现代祭孔的研究主要是关
于１９３４年南京政府的孔诞纪念活动及建水地方孔
庙祭孔的个案分析。本文力图在中国政治－文化
转型的时代语境中，循着体制变革、思想与学术演
进、政治权力实践的线索，厘清祭孔脱离其原生的
政治－文化情境而继续漂移于近现代史的历程，期
待能唤起当代对此资源继承的理性和持有的自觉。

一　庙学制的瓦解与孔庙的衰颓

祭孔得以作为国家大典延续千年，并深入社会
肌理，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庙学教育体制的推行和
维系。清末，书院改学堂、废科举两项重大改革致
使庙学制式微，再由北洋政府而至南京政府时期，
不再承载教育功能且实体生存遭遇困境的孔庙日

渐废弛，祭孔典礼盛况不再。
庚子之难后，清廷决定从人才的培养入手推行

新政，尝试建立新式教育，庙与学逐渐走向分离。

１９０１年，光绪颁皇帝上谕：“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
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
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养蒙学堂。”［１］（Ｐ５）

紧接着，１９０３年，张之洞、荣庆等进一步拟订学堂章
程：“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总理全省学
务”［１］（Ｐ７），开始在行政体制上将“学”与“庙”相区分。

１９０５年，朝廷结束了由礼部“稽天下之学校，凡科举
掌其政令”［１］（Ｐ１）的历史，在六部之外增设学部，作为
专门管理全国教育的中央机构，曾司学务管理的国
子监并入学部，文庙、辟雍两处及典守奉祀事务则
另设专官。地方上，各省设学务公所，各厅州县设
学公所。现代教育管理的行政体系初现端倪，行政
管理上庙与学的分离标志着唐代即成型的庙学一

体结构的式微。同年，科举制废除，更加深加速了
庙学教育体系的瓦解，被抽空了教育实质功能的孔
庙面临废弛。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待孔庙的态

度基本一致：首先，明确孔庙单一的祭祀功能。孔
子庙历史上有多种称谓，“文庙”是最普遍的一种，
该名称也最能彰显孔庙在庙学合一时代的教育特

性。１９１６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拟定《孔子庙奉祀官
规则》，令“旧有文庙改为孔子庙”，同时数量上进行
缩减，同 一 城 中 只 保 留 一 座 孔 子 庙 “由 官 奉
祀”［２］（Ｐ１３），孔庙专设奉祀官一名，负责丁祭和其他典

礼及文物的保存。该令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孔
庙仅作为祭祀之地。南京政府时期，孔庙的空间继
续遭受挤压，政府明确将孔庙地址用于办理学校、
图书馆、民众学校等，仅保留“原有之大成殿，仍应
供奉孔子遗像，于孔子诞辰开会纪念”［３］（Ｐ５４９）；大成
殿仅用于一年一度的诞辰纪念活动。其次，将孔庙
学田及财产充公，孔庙自足的经济支撑不复存在。

１９１２年，民国教育部令孔庙祭田充公，孔庙的处境
雪上加霜。从当时孔教会的描述与控诉即可见此
令造成的孔庙之艰难情形：“全国文庙多被破坏，以
孔子为二千四百余年之教主，乃既被摈斥于学校，
复不得自保其庙堂……近因没收文庙学田之事，尤
犯天下之公愤。”［４］（Ｐ１１５）再如南宁孔庙，１　９１５年才由
知府主持，变卖三皇庙及其地基所得对府学进行全
面大修，到了１９２６年，“两学宫被拆毁，辟为公园，仅
存府学大成殿”［５］（Ｐ３５）。１９２９年南京政府的《孔庙财
产保管法》，再令孔庙财产“应拨充地方办理教育文
化事业之经费”［３］（Ｐ５４９）。将孔庙交由地方教育行政
机关管理，房屋由地方修缮。事实上，地方财政支
拙，在孔庙的保护与维系上少有建树。以孔府为
例，“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时期，当地县政府都不
经孔府允许擅自拆庙取砖，起石挖坑，有一个县教
育局长竟吞占了曲阜城外祀田三百亩，庙田二十多
亩。”［６］（Ｐ１１５）孔府如此，其他地方孔庙的处境可想而
知。清代，全国孔庙达一千八百多座，１９３４年，民国
政府曾对全国孔庙实况展开调查，从１６个主要省市
的回复中统计到８７４所孔庙的情况，这８７４座孔庙
中有５３２座被用作了教育机关，１３２座用作了地方
公所，７２座作了军事机关，１５６座挪作他用，１７个
毁损①。
作为祭祀场所的孔庙存亡最为直观地显现了

祭孔兴废的实况。孔庙礼器被毁，祭孔古乐声不
再，祭孔典礼在器物的层面遭遇切实的“礼崩乐坏”
之命运。据１９３５年江宁省文庙洒扫会呈请的公函：
“民 国 建 元 后，…… 一 切 礼 记 乐 器，销 毁 殆
尽。”［３］（Ｐ５５２）１９３４年，在政府倾力打造的祭孔典礼上，
曲阜孔庙的“古乐，虽陈列有十余种，但能奏者不数
种”［３］（Ｐ５３４）。再加之战乱，地方孔庙少有坚持“一年
一度”祭孔典礼的。即便像杭州孔庙这样的省级大
庙，辛亥革命后祭孔活动也一度停止，直至１９３１年
一度恢复，抗战时期，孔庙不少建筑被拆毁，到１９４７
年才又举行了一次丁祭大典［７］。

３５

① 据《内政部全国孔庙实况调查报告》（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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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藉由庙学制瓦解、孔庙荒颓，祭孔大典在清
末至民国盛况难继。但同时还存在的另一种情景是，
附着于国家体制的祭孔典礼，虽然随着政局动荡、制
度瓦解而走向衰落，但其象征意义与文化精神早已深
深浸润于中国社会之中，因此依然延宕在社会生活的
舞台上。这显示了文化活动生发于社会结构之中，而
又具有超越于结构之上的灵动之力。

二　儒学权威旁落之下的祭孔

在传统社会的三大国家祭典中，祭孔与祭天、
祭祖相比，其政治寓意相对隐蔽。祭孔在其原生情
境中，为“道”而祀是其最显在的功能，孔子为“道”
的化身。即如１６世纪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对祭孔的
观察：“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表明他们对他著作
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８］（Ｐ１０４）大一统时代，孔学
的独尊让祭孔不仅表达感恩先师的情感态度，于治
者更在于宣示意识形态的权威与控制，于广大的儒
生则表达的是对道统的忠诚与信仰。孔庙从祀、官
学祭孔是其文化信仰的制度支撑。时至近代，西学
伴随着武力强势冲击着千年未变的古国，代表了中
国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道”，难以为社会转型
提供思想资源、文化支持而备受质疑，伴随“道”之
现代命运，祭孔的文化意涵在不断调整，承载的情
感态度遭遇激变乃至自身命运也系于存废之间。
东汉以后逐渐发展成形的孔庙从祀制，最能体

现祭孔的学术品格及与不同时代文化思潮的互动

关系。历代遴选的从祀者，虽是朝廷政治考量的结
果，但也“忠实地反映儒家主流思想的动态”［９］（Ｐ２４８）。

１９０８年，清初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祔祀，
则使维护正统的祭孔显现异端色彩。从政治立场
上说，三儒的反清言行是治权的异端。根据奕劻
《奏为遵议先儒从祀》的记载，本来清廷因黄宗羲、
王夫之的反清言论而在是否从祀上犹疑不定，后因
得旨从祀。从思想学术上讲，虽然顾炎武开朴学风
气，但三人的思想活力与学术视野远超清代考证
学，与朝廷推崇朱学正统的方向相偏离。这三人在
清末得以祔祀完全是维新思潮推动的结果。在“富
强”即是文明的近代，西方的实用之学乃至西方文
明越来越受到倚重。维新派一方面不断吸纳新知，
一方面也努力在传统中寻找能与之结合的新资源。
清初三儒经世致用的学术态度、开放大胆的思想主

张由此重放光彩。梁启超总结顾炎武研究方法之
两点“贵创”、“致用”［１０］（Ｐ２７），正是变法者热切呼唤的
时代精神。梁启超、谭嗣同提倡民权共和之说，曾
将黄宗羲的《原君》《原法》等文节选钞印，“秘密散
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１０］（Ｐ１６－１７）。顾、

王、黄三者的入祀在传统的视域中显为异端，横向
观之则依然让祭孔保持与时代学术思潮的互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文化原则的时代，

祭孔尚能勉力实践思想文化风向标的功能。

清末，在新建学堂设孔子牌位以祭拜，祭孔直
接成为“中学为体”的精神象征。１８９８年，标志中国
新式教育开端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京师大学堂条
规》（１８９８年）第一条详尽规定：学堂正厅设至圣先
师孔子牌位，“春秋丁祭，管学大臣、汉总教习、总
办、提调、分教习、仕学院诸员率各堂学生致祭，行
三跪九叩礼。每月朔望，提调、分教习率各堂学生
行三跪九叩礼。开学之始，管学大臣至学生，皆于
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１１］（Ｐ４４９）其后成立的新
学堂遵从此礼。洋务学堂的祭孔仪式鲜明地表达
了其办学的理念：即欲借西方科学培养学生技能，

又想承续四书五经完成传统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意

识形态的规训。但是经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既然
已退缩为学问之一种，也就难以统摄现代学子的精
神信仰。① 正统儒学及其教育方式已无力支撑起祭
孔作为思想文化权威象征仪式的形象。１９１３年，有
两幅祭孔的历史画面：３月１日，扬州尊孔重道会在
孔庙行祭，行三跪九叩首礼，与会诸人“大半苍苍白
发，豚尾犹存”［１２］（Ｐ１４）。另一幅是９月２８日孔子诞
辰，时任教育部总长汪大燮命部员前往国子监行跪
拜礼，“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
念敂又从旁大声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
话”［１３］（Ｐ８０）。前者的凄凉、后者的滑稽正是新旧文化
冲突下祭孔之尴尬的真实景象。

帝制终结后，作为文化旗帜的学校祭孔就在这
样的背景下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１９１２年，蔡元培
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
违”［１４］（Ｐ１３６）为由提出学校废除读经拜孔。１９２８年，

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直接发布训令，“著将春秋祀
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１５］（Ｐ２０７）两次废祀都引发
社会激烈争论与抗议，妥协的结果是“把‘孔子诞
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一条内”［１２］（Ｐ４）。１９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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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迅《琐记》、《?呐喊?自序》等文中回忆他在天津洋务学堂读书的情况：一面学习英文、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等西学课程，一面作着
《颍考叔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作论》等准八股文，后者的空洞无趣渐遭学生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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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教育部通电各省，规定公历十月七日为孔子
诞辰，全国各校届时举行纪念会。”［１２］（Ｐ４）据孔教会的
报道，此令一出“广州学生捐集资金预备庆祝物品，
并征集学生成绩至时陈列”［１２］（Ｐ５）。
孔子诞辰纪念活动自有历史传统，作为丁祭的

补充和延伸，其功能重在尊师敬学，具有更加灵活
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如广州学生的活动超越了
旧学的禁锢，将孔子抽象为“师”的象征符号，与现
代教育活动相结合。但是，民国时期，孔学及祭孔
始终没有逃离政治的投射，致使学校孔子诞辰纪念
的文化教育功能并没有发展起来。

三　民国政坛上的祭孔展演

在王朝更迭的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左传》），“夫圣王之制祭祀也”者，则有：“法施
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
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祭法》），
祀孔“唯一可据的就是‘法施于民’”［１６］（Ｐ８１）。王权及
官方祭孔既昭示“法”之威权，又谕示王权的合法。
帝制时代终结，立国之“法”改弦更张，国家层面祭
孔的法理依据丧失，但尊孔文化精神依然强劲。这
股弥漫浸润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力量也就易于为

有意者在动荡时局中借用以达致其政治目的，北洋
政府和蒋氏政权都曾倚重祭孔强调政权合法性，增
强权力自信，致使此时的祭孔作为政治权力技术的
面向被强化到无以复加。
以练新军起家的袁世凯及其幕僚显然匮乏民

主共和信仰及现代政治理念，面对中央权力的散失
与社会乱局，袁世凯试图以构建统一的官方意识形
态来重新确立政治权威，祭孔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
重要手段。袁世凯获大总统位之后，频繁发出尊孔
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祭天、祭孔大典，尤在祭孔典礼
上，一再强调“因袭历代之旧典”［２］（Ｐ６）。品察历史细
节，不难体味历史中人的微妙心理。民国初年，推
行新礼制，提倡鞠躬礼，１９１２年８月公布的《民国礼
制》就规定，“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
脱帽一鞠躬礼”［１７］。是年２月，临时政府内务、教育
两部通电各省举行丁祭，也规定仪式“除去跪拜之
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１２］（Ｐ３）。但是，袁世
凯及其后续的几位大总统，祭孔时却仍行传统跪拜
礼。再有，民国成立后，中央统一推行阳历，１９１２年

临时政府教育部曾发通电，定公历十月七日为孔子
诞辰，一年后却又改令遵从旧历，并专门说明：“民
国缔造，改行阳历，一切允宜遵从。惟孔子生日，及
从夏正考定，自不得不溯从夏正，否则恒致抵牾，转
近诬枉。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
礼。”［２］（Ｐ２）礼制上的谨小慎微，可见历史的惯性，祭
孔的深厚的政治象征义使之在民国初年政治生活

中余威尚存。然而，《东方杂志》１９１４年４卷一张
“天津文庙祀孔演礼”［１８］的新闻图片显示，参祭者
中，文官穿着特制祭服，武官则穿着醒目的军装，与
传统礼制明显不符。１９１４年仲秋上丁日，袁世凯在
军警一路护送下驾临孔庙。１９１９年，徐世昌“祭孔
的时候，却调来很多的武装兵士把个孔庙团团围
住”［１９］（Ｐ３４４），处处遵从旧例的祭孔还是显现出军阀
政权的个性。袁世凯极力照旧例搬演祭孔典礼，试
图通过仪式的古今同一性以暗示其政权与历史上

诸王权相似的合法性。然而，此时政坛上的祭孔，

已是与其具象本体脱离了的象征符号空壳，不再具
有曾经的感召力，相反却将袁世凯悖逆民主共和体
制之时代诉求的复辟用心显露无遗并因此招来倒

戈讨伐，可谓适得其反。

与袁氏因袭旧制不同，南京政府在借用祭孔的
实际操弄中，则处处显示出“新”政权对“旧”传统的
选择、改造和重塑。在礼仪形态上，南京政府的祭
孔有诸多“创新”。１９３４年，先由蒋介石、戴传贤、汪
兆铭、叶楚伧提议，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会议通过了《先师孔子诞辰日纪念办法》。当年
南京、曲阜都举行了隆重的孔子诞辰纪念。此次祭
孔，据时人观察：“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
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
了。”［２０］（Ｐ１１５）施展之术围绕着南京政府权力建设之
需，最醒目的例证是党歌、党国旗进入典礼仪式之
中。《先师孔子诞辰日纪念办法》规定孔子诞辰纪
念会仪程之三、四项是：“唱党歌”；“向党国旗、总理
遗像及孔子遗像三鞠躬礼”［３］（Ｐ５３０）。８月２７日，曲阜
祭孔现场，孔庙东门交叉党国旗，祭典仪式由奏军
乐唱国歌拉开大幕，南京政府五院两部都派出重要
代表亲临曲阜参加祭礼①。其次，祭孔时间的确定
更显政权意志凌驾于古老仪式之上。在南京政府
视为统一政权的重要举措之改历运动中，阳历被定
为“国历”，将孔子诞日直接取为公历８月２７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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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民政府各部院会代表曲阜祭孔纪实》《孔子诞辰曲阜祭奠情况》等文的报道可以看出宣传的侧重点在于将党国符号与祭孔的文化符号
的叠加。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凤凰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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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教会在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的祭孔做出处罚。
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时间遵从民间传统，而孔子
诞日纪念必须在公历进行，足见政府对孔子诞日的
功能定位①。不仅如此，民国时期，孔府事实上一直
延续为中央政权一个具有特殊符号的行政分支。
北洋政府时，孔府后世嫡系长孙保留“衍圣公”的世
袭爵位，“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
为奉祀官”［２］（Ｐ９），中央发放官奉。１９３５年，孔子嫡系
长孙更改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亲
赴南京接受任命和奉祀官大印，孔府奉祀者被纳入
蒋氏政权的官僚体系之中。
满清时代，“近世君主之所以推行孔庙祀典不

遗余力，适反映了孔庙祭祀传统与现实政权紧密的
互倚关系”［９］（Ｐ１４３）。民国时期，祭孔从教育体系中独
立出来，在当局政权操纵下，其政治属性更为凸显。

１９３４年，中日之战已是一触即发，用祭孔唤起对前
社会的文化记忆，增进民族认同应该是此时政府恢
复祭孔的题中之意，然而南京政府在基本结束军事
统一之后，出于藉意识形态的统一以巩固其权力的
政治诉求，用尽心思将党国形象凸显于祭孔典礼
上，将祭孔变成一场“有术无道”的政治仪式。看似
不余遗力的祭孔，在熙熙攘攘的外表掩藏下实质是
政治的附庸，由现行政权需要予取予求，必然效果
不佳，这也是尊孔复古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
致猛烈批判的重要原因。

四　现代祭孔向民间复归的尝试

与诸多历史人物的受祀相似，祭孔在历史上曾
经历了由民间风俗而至官方礼制的过程，晚清以
来，在国家体制和社会观念皆动摇纷乱的局面中，
祭孔的教化功能被重新认识，由此而引发了其再度
向民间复归的种种尝试。
祭孔最初起于民间，始为自发。鲁哀公十六年

（公元前４７９年），孔子没世，后世子孙以所居之堂为
庙，开始祭祀活动。此后两百多年里，阙里祭孔仅仅
作为家祭与私祭，寄托孔氏子孙及弟子崇德报本的情
感。北魏之后，京师孔庙主祭者为皇帝或皇帝派出的
使者，地方官庙主祭者为地方行政长官，普通民众不
得入内参与祭祀。从此祭孔高居朝堂之上，彰显政治
与主流文化的权威，与民间社会拉开距离。

１９世纪末，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请尊孔圣为

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一针见
血地指出孔庙官化带来的弊端。他认为康熙时代
禁止妇女入孔庙烧香，禁止民间庙祀孔子以来，孔
教即已与民隔绝。谭嗣同更是多次措辞犀利地批
判祭孔特权，认为“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
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所为而祭之。而
己独不得一与其盛，其心岂不曰：孔子庙，一势利场
而已矣”［２１］（Ｐ７０）。鲁迅也发出同样的批判：“种种的
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孔子）来化妆，一直抬
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释迦牟尼来，却实
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
可是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
寺，或者是神庙。”［２２］（Ｐ３２７）康有为与鲁迅政治立场殊
异，但对于祭孔远离民众的观察却是一致的。故民
国初年孔教会致力于孔教在民间的传播，自有历史
的合理性。
民初政治、社会一片混乱。康氏欲通过个人伦理

道德的修养整饬社会秩序，某种意义上也顺应了当时
的社会诉求，因为“民初大多数中国人对和平和秩序
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他一切”［２３］（Ｐ１５９），即如革命者黄
兴也致电北京政府回应袁世凯的《崇孔伦常文》：“八
德在吾国万不可因改例而忽视”［１２］（Ｐ９）。孔教会办刊
物，成立孔教组织，从上海、北京到成都、贵阳都成立
了孔教会支会，称盛一时。撇开关于孔教宗教化的种
种争议，孔教会打破孔庙的官方门槛，让祭孔走向民
间，以助定风俗、正人心却是很有见地的。按康有为
的设想，“令全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
独立孔子庙，……听人民男女皆祠遏之”［２４］（Ｐ２５５）。

１８９７年春，康有为到达广西桂林，在当地士绅的帮助
和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圣学
会典礼上“崇祀孔子，鼓乐行礼，极一时之盛”［２５］（Ｐ３７９）。
这是由儒士与地方乡绅为主体在地方孔庙举行的祭

孔典礼。主办者的价值诉求较为复杂，但其核心意图
应该还是尝试自上而下推动儒学及祭孔走向民间，在
民间建构道德信仰体系。当然，孔教会的宗教化诉求
与倚靠王权来推行孔教的路径选择令其自身陷于困

境，也使得通过孔教的民间化实现民众教化的合理性
被淹没。
民国时期，地方孔庙设奉祀官，依然在官僚体

制中，但既无财政支持又无权力保障，少数地方孔
庙走上由官方而至民间的发展道路。如长沙学宫
董事会为了文庙祀产归属，与地方政府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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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文哲：《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一文，认为孔子诞日时间严格按照国历时间即是强化其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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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三跪九叩礼，拒绝官方出资祭祀。“府学
宫自近年以来，自愿牺牲公家津贴三百元不要，改
为绅祭，仍用三跪九叩首礼，已经数载。”［２６］这是孔
庙为谋生存被迫走向民间化，体现了儒士坚守固有
信仰的执念。在边远的云南建水，失去官方制度的
保障，以谈经奏乐为主要活动的民间宗教组织洞经
会成为祭孔仪式的主持者，其主要成员是地方文人
乡绅，他们保留了文庙学田，学田的收入为文庙日
常费用和开支提供重要保障，所以，“建水文庙的经
济独立，管理自治，并不依赖于地方政府”［２７］（Ｐ１３３）。
建水祭孔仪式经由民间的改造，成为地方重要民俗
活动，坚持到民国后期。地方绅士们通过祭孔活动
的创建在地方道德风气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也
体现了乡贤在地方秩序维护中的价值。
晚清以降，祭孔回归民间的趋向背后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内涵。帝制时代官方对祭孔的垄断随其
政权根基动摇而走向转型，官方统管松动、无力之
下，民间社会自主设祭的活力开始彰显。在此过程
中，由官方礼制而至地方风俗的祭孔实现了从工具
向资源的内在转化，嵌入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祭孔在
功能上实现了扩展。
祭孔在其所生发的原初情境中，与政治体制、

教育制度、思想学术、伦理道德等国家与社会生活
中的诸多重要方面密切而深刻地关联着，并以象征
仪式的形态将其进行了浓缩和抽象，因此祭孔堪称
中华文明史上政治与文化、思想与学术、道德与信
仰层面的“总体性社会事实”①的表达。作为象征仪
式的祭孔甚至具有富于神学感召力的巨大能量，既
标榜于庙堂之上的祭坛，也浸润于寻常百姓的风
习，是“国家”与“社会”共享的宝贵历史资源。

１９８０年以来，一度沉寂的祭孔作为民族文化遗
产再度浮出。伴随着的对当代祭孔的质疑与推崇
之声也一直并存：当代祭孔究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
统复兴、光大国学的明智之举，还是“文化搭台经济
唱戏”的文化资本运作实践？是众望所归的民族文
化认同仪式，还是民间人士的一厢情愿？一时喧
哗，难有定论。２００６年，祭孔大典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归类为民俗。然而祭孔
典礼不应该只是沦为民俗形式的展演，或是仅提供
传统中华文化乡愁的怀想。近现代祭孔衍变这段
前史已经确证，尽管遭遇沉沦的困境，但祭孔与孔

庙的物质存在和庙学一体的制度存在不同，作为象
征仪式而易于搬演的灵活性使其具有被独立抽取

呈现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可能性。当
然，祭孔只有从庙堂走向民间、从政治走向文化，才
可能在现代社会寻找转型的空间以及传统承续的

新生长点。作为象征性仪式，如何将祭孔嵌入现代
社会并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从而将其所富有的精
神价值和文化意义最优化，实现积极的社会功能，
是历史留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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